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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治 理 视 角 下 的 医 生 媒 介 形 象 变 迁
———以１９４９－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基础

姚泽麟　寇静媛

摘　要：由于《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其所呈现的医生形象实际上反映了国家

对医生职业的角色期待和对其职业伦理的边界规定。基于对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１４年《人民日

报》全文数据库中有关医生人物报道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该报所反映的医生职业媒介形

象变迁逻辑：一方面，《人民日报》所呈现的医生媒介形象明显变得更为“专业”，表现医生

技术工作的报道和专业术语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依然延续的同时，改

革后医生“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伦理规范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考虑患者

的经济利益”成为了一个突出的新道德元素。《人民日报》中的医生媒介形象变迁反映了

１９４９年以来国家治理逐步走向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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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每一个职业都有对从业者的角色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明确要求，我们通常称之为职业伦理或职

业道德。这种职业伦理是职业的自我宣称①，其向外界和服务对象表明自己的执业行为规范，对内

则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约束成员行为。由此可见，职业伦理以及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劳动伦理”

或“工作伦理”对于劳动者是极为重要的，其不仅包含了为何从事某种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也包括了

如何从事此种工作的规范，以及在工作中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其他人之间如何互动和相处的各种

角色规范和行为准则②。韦伯在新教伦理的研究中就提到，正是由于新教赋予劳动以新的意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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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从中世纪被认为是打发时间的卑下方式，在宗教改革后被升华为具有宗教尊严、体现人的美德

的重要途径，从而激励人们为了荣耀上帝而努力工作，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由此奠定①。如果没有

以新教为基础的工作伦理，今天的西方世界应该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韦伯的研究亦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职业伦理并非一成不变，其受到制度、文化等各种因

素的影响和塑造而不断变迁。例如，即使如医生职业最广为所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事实上都已

经历了８次修改。在２０１７年最新的修订版本中，该誓言增加了“我将重视自己的健康、生活和能

力，以提供最高水准的医疗”，从而强调医生应当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否则就不可能为患者提供安全

可靠的医疗服务②。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我国医生的职业伦理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是否也经历了某些变

化？如果是的话，这种变化是怎样的？其中是否有延续亦有变迁？这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１９４９
年以来，我国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成绩有目共睹。这背后的原因众多，但国家对医

疗卫生体系的关键要素———医生职业的干预、管理、引导和规划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原因。中国

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医生职业事务的介入是全方位的，国家对医生的选拔培训、执照发放、临床工作、
收入报酬甚至职业伦理等都实施了干预，有些则是重构③。而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经济改革和

社会转型的开始，医生的职业伦理又一次发生转变，以回应新的时代要求。

对医生的职业伦理规范要求的变化，折射的是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毫无疑问，以某种适当的

方式保障民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满足，这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责。由此，对作为医疗服务关键提

供者的医生职业进行一定的干预、管理、引导和规划事实上就成为国家治理的内在组成部分。不

过，由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与职业的制度逻辑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国家采取的是压抑专业化或“非专业化”的策略④。而改革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家

治理逐步走向常规化⑤，国家对职业的态度和期待也必然发生变化。
如果说上述推断成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研究医生职业伦理在长时段中的这种转变过程呢？

笔者认为，对《人民日报》上有关医生的人物报道的内容分析是一个可行的路径。毫无疑问，《人民

日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最高决策者意志的部分反映。与西方媒

体不同，《人民日报》肩负着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功能。正如汤森和沃马克在论述中国的传播体制时

指出：“它提出问题，进行论证，并且得出结论；讲道理、进行劝说，试图指导公众接受某个特定的观

点；……通过好典型和坏典型来说明如何贯彻政策———应当模仿哪些经验，禁止哪些经验。”⑥《人

民日报》中有关医生的人物报道，实际上就是其选取的“典型”。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典型”，都是

对国家所期待的行为规范的清晰展示，由此可以作为普通人学习和比照的标准⑦。因此，具有“榜

样”意义的医生“典型”其实向民众传达了、同时也教育了医生群体如何作为才是对的、才是受到国

家和人民认可的好医生，而每一个阶段的医生“典型”实际上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对医生职业的

角色期待，也折射出医生的行为边界。换句话说，他们的职业伦理在各个历史阶段都被国家所规定

和塑造，而《人民日报》上的医生人物报道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在不同阶段对医生职业

伦理的不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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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本文通过对１９４９年以来《人民日报》上医生人物报道的内容分析，力图呈现出医生职业

的形象特征及其变化，挖掘其背后所隐含的不同时期国家对医生职业的角色期待及其变迁逻辑。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思路

一般而言，医生职业形象包括医疗服务技术形象与道德形象两个维度，前者指医疗行业的专业

服务水平满足社会的程度，从而给服务对象留下的主观印象；后者则是指医疗从业人员在提供服务

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素养情操，它具体包括道德修养、服务方式以及行业理念等方面①。同样，媒

体所建构和呈现的医生职业形象亦可从这两个维度加以描述与分析。
近些年来多数相关研究都为微观研究，采用个案分析和深度报道的方法，而对媒体中的医生职

业形象的整体性概述和长时段的趋势分析却相对较少②。这些研究一般都认为媒体中的医生职业

形象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负面色彩，从以往救死扶伤、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转变为了工

作不负责、收受红包和回扣等形象③。这些对医生职业形象的趋势概括虽符合大众的广泛认知，但
却缺乏系统的数据支撑，也未区分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而这二者在对新闻的筛选、报道的角度

和态度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如前文所言，由于《人民日报》的特殊职能，其所呈现的医生职业形象

就很有可能与这些较为市场化的媒体不同。因而我们认为，为了摒弃原本可能存在的价值偏见，有
必要对媒体相关报道做量化处理，如此才能更为客观而系统地解读官方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同

时，为克服数据的碎片化和断缺，追踪收集某家媒体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相关报道，可以较好体现数

据的一致性与连续性④。因而，我们收集并分析了《人民日报》自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１４年长达６６年的相

关报道。

不过，如何将长时段 做 分 期 呢？这 就 要 充 分 考 虑 我 国 医 疗 卫 生 体 制 的 变 迁 过 程。１９４９年 以

来，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这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回顾我

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结合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我们将考察时间划分为１９４９～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７～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⑤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文革前“十七年”，党和国家形塑医生的职业伦理，力图造就一支“新医生”队伍。第二阶段是文革时

期，农村赤脚医生成为亮眼的政治明星。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医疗领域逐渐出现了商品化、

市场化浪潮，政府大幅弱化在医疗领域中的职责。第四阶段是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时期，政府开

始调整医疗领域的政策，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开始建立，政府在医疗领域中的角色开始回归。最后一

个则是新医改时期，目前尚在推进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时间段划分并非绝对，尤其是具体年份，

其前后时间并非一种截然不同的断裂关系，而是存在着明显的延续过程和渐变关系。
我们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对医生的职业伦理的期待有所不同。恰如既有的对劳动模范

的研究一样，许多研究者都采取一种历时性的视角来考察劳模这种“典型”的内涵变化，背后折射的

即是国家对劳动者伦理要求的变化⑥。如游正林指出：“劳模的评选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

定时期内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所倡导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等的发展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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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至今，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同时，由于可利用的电子资源限制，因此我们将２０１４年作为本文分析的

时间结点，这不会影响整体的研究结果。

张明师：《胶合与同构：劳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学术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２期；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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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①这些研究均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思路。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取向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方法。数据描述补充了以往相关研究中偏

重深入报道和个案分析的不足，而文本分析则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医生媒介形象建构背后的

逻辑及机制。为此，我们自建了《人民日报》医生人物报道数据库。我们在《人民日报》全文电子数

据库高级搜索的“文章正文”中键入关键词“医生”，将搜索范围确定为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１４年。如此所

得的初次筛选结果共２８４２０条新闻纪录。但我们选取的记录严格限定于该报中以医生为叙事主

体、表达“医生媒介形象”的人物报道，而不包括一般性的涉医内容。因此，我们通过标题或具体的

新闻内容排除了大多数不符合本文研究范围的新闻记录，包括所需编码缺失值过多的记录等。经

过二次筛选，我们最终获得的医生人物报道共４８８条。
在选出符合分析要求的新闻报道后，我们通过阅读新闻内容，提炼文中信息，将新闻及其内容

转换为新定义的类目，即对其进行编码处理。根据研究问题，最终确立了５个变量（如表１所示）。
新闻阅读和编码工作则由研究小组（共５位同学）共同完成，为更好地确定编码变量中的一些

赋值，最大程度地保证大家在阅读同一条新闻后给出的编码具有一致性，也为了提高编码的效率，
我们采取前期共同编码比对讨论、后期各自编码的策略。对于各自编码过程中所遇到的不确定、拿
不准的报道，研究小组及时商量确定。编码完成后，我们也抽取了部分进行检查，并及时更正编码

中出现的明显错误。在完整的数据库建立完成之后，利用ＳＰＳＳ对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

表１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变量名称 类目名称 内容编码

Ｖ１ 报道时间 数字赋值

Ｖ２ 医生类型
１＝医院医生；２＝农村医生；３＝赤 脚 医 生；４＝卫 生 员；５＝社 区／家 庭 医 生；６＝军 医；７

＝藏地／少数民族／救灾医生；９９＝缺失

Ｖ３ 报道主题 １＝工作内容／状况；２＝医疗技术；３＝道德（医德）；４＝其它／难辨别

Ｖ４
医生工作

内容／状况

１＝工作负荷大（工作时间长、工 作 量 大、工 作 内 容 繁 琐 等）；２＝工 作 环 境 差（自 然 环 境

差、路途遥远、翻山越岭、环境危险等）；３＝硬件设施不足（经费、设备）；４＝工作成 果 丰

富；５＝工作条件改善；９９＝缺失

Ｖ５ 对待患者

１＝态度好（耐心、细心、认真 负 责、温 和、热 忱 等）；２＝服 务 质 量 好（精 心 治 疗／护 理、无

微不至、不怕脏不怕累等）；３＝考 虑 患 者 经 济 利 益（不 收 费、收 费 少、义 务 诊 疗 等）；４＝
为人民服务（人民／患者利益第一、体贴／关爱患者／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 务、随 叫 随

到等）

四、医生“专家”形象的明晰化

我们发现，《人民日报》上所呈现的医生媒介形象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此我们

概括为医生“专家”形象的明晰化：在改革前，《人民日报》中有关医生的报道更多的是直接刻画医生

高尚的道德品质，较少提及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在改革后，医生的专业技术人员形象日益鲜明，其
专业性的一面日益被凸显出来。这种专家形象的明晰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专业化程度高

的医院医生占所报道的人员比例明显增加；其二，反映医生工作内容的报道比例提高，有关非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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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报道明显减少，而报道中医学专业名词的使用频率显著上升。
根据４８８篇人物报道，我们筛选出医院医生、农村医生、赤脚医生、卫生员、社区／家庭医生、军

医、藏地／少数民族／救灾医生等七个医生类别。这些不同类别的医生的专业化程度是不同的。医

院医生和军医专业化程度最高，而赤脚医生和农村医生专业化程度最低。某一特定阶段对各类医

生的报道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红专问题”的看法。安舟的研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看

来，知识分子掌握着文化资本，他们很“专”，但他们与旧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连，尚未

经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锻造；而革命者和广大的工农阶级却很“红”，他们握有政治资本，信奉共产

主义的意识形态，但缺乏文化资本，因此无法有效参与社会主义建设①。因此，在由谁来领导社会

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就必然面临抉择。这导致了当时发生在各个领域中的红专之争，如教育②、经

济生产③和卫生行政④。毛泽东的理想是“又红又专”。他在１９５７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政治

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
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

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⑤但文革结束后，“专”开始占据上风。邓小平在

１９８０年明确指出：“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⑥这意味着党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红

与专有不同的强调，而这也清楚地反映于《人民日报》在不同时期所报道的医生类别中。

表２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年人物报道的医生类型

医生类型

医院

医生

农村

医生

赤脚

医生

卫生

员

社区／家

庭医生
军医

藏地／少数

民族／救灾医生

缺失／无

法断定
总计

时

间

段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１１　 ４　 ０　 ３　 ０　 ４　 ６　 ４　 ３２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４　 ６　 ３９　 ５　 ０　 １０　 ４　 ０　 ６８

１９７７～１９９７　 ８９　 ９　 ４　 ４　 ０　 ３１　 ７　 ７　 １５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８４　 １４　 ２　 １　 １　 １３　 ４　 ２　 １２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５１　 ２７　 ２　 ２　 ５　 １１　 １３　 ５　 １１６

总计 ２３９　 ６０　 ４７　 １５　 ６　 ６９　 ３４　 １８　 ４８８

如表２所示，首先，总体而言，占比最高的是医院医生，也即专业性最强的医生，如果加上军医，
那么其总篇数达到３０８篇，占总数的６３．１１％。其次，从不同历史阶段来看，各类医生的报道篇数

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专业性最强的医院医生在改革前被报道较少，文革十年只有４篇，改革前

的报道量仅占其总量的６．２８％。而改革开放后，对这一类医生的报道量就突飞猛进，一直处于同

期所有类型医生报道的首位。相反，赤脚医生的报道量由文革时的巅峰，在改革后迅速降到低谷，
以至于改革后近４０年间的报道量仅有６篇，而文革时的报道量占比８２．９８％。

除了所报道的医生类型的显著变化，医生专家形象的明晰化还表现在有关其工作内容和医疗

技术的报道比例增加，以及大量医学专业概念和成就出现在报道中。新闻报道主题是指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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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层的起源》，何大明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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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盼：《红与专的张力：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学海》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蒋熙徳、雷祥麟：《中医的体制化》，载吴章等编《中国 医 疗 卫 生 事 业 在 二 十 世 纪 的 变 迁》，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６年 版，第２５９－２８２
页。

转引自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１页。

转引自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层的起源》，第２３５页。



的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我们首先将医疗技术形象和道德形象作为报道主题的两个重要取值。此

外试编码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报道尽管描述医生医疗技术或道德形象，但其新闻主题却是医生的

工作状况或工作内容，因此将其作为另一取值。由此我们发现，《人民日报》关于医生的人物报道多

聚焦于其道德方面，这一类报道的比例高达５２．３％。相比医德主题而言，对医生工作内容或工作

状况的报道有１２１篇，占比２４．８％；而对其医疗技术的报道有９６篇，占比１９．７％（详见表３）。如果

考虑到许多对工作内容或工作状况的报道均是通过对医生面对简陋、恶劣的工作环境如何努力工

作的描绘和刻画，来显示医生的精神品质，因而实际上也是反映其道德品质的议题的话，那么医德

类的报道比例就更高。

表３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年医生人物报道主题的变化

报道主题

工作内容／工作状况 医疗技术 医德 难以辨别
总计

时

间

段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１１　 ６　 １５　 ０　 ３２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２８　 ３　 ３５　 ２　 ６８

１９７７～１９９７　 ２８　 ３３　 ８５　 ５　 １５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２４　 ３４　 ６０　 ３　 １２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３０　 ２０　 ６０　 ６　 １１６

总计 １２１　 ９６　 ２５５　 １６　 ４８８

　　分阶段来看，医德主题的报道的相对数量一直较为稳定，都占同一阶段所有报道量的５０％左

右。但同时，对医疗技术的报道则在改革后有明显上升的趋势。文革时，关于这一主题的报道降到

最低，只有３篇，这意味着有关赤脚医生的报道很少涉及医疗技术，这也符合我们对赤脚医生的认

识。官方对赤脚医生的推崇并非源于其技术高明，恰恰相反，赤脚医生与医术沾不上边，而具有极

强的政治符号意义，这种意义与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和文革的特殊

背景相连①。对工作内容的报道在改革后则有先升后降的趋势。根据我们对工作内容这一主题的

进一步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反映工作环境差、硬件设施不足的报道大幅减少，而反映工作成果丰富、
工作条件改善、工作成就突出的报道则显著增加，而这部分报道被我们归入了医疗技术的主题。这

种变化具体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改革后以医生技术形象为主题的相关报道明显增加，在这类报道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医

生医疗过程的具体描述，其中含有不少专业性的医学名词，如下文对手术过程的呈现：
手术台旁，电针麻仪的指示灯闪烁发光，示波器的荧光屏上，显示着清晰的心电曲线，

电钻发出均匀而轻微的声响。明亮柔和的无影灯下，病人神态清醒，呼吸平稳，脉搏正常。
医护人员，全神贯注，密切配合。手术在顺利地进行，只见王忠诚和他的助手，先在病人的

额部作了一个切口，翻开了香烟盒大小的一块头骨，迅速打开了颅腔。象豆腐那样白嫩、
表面布满蛛网一样的血管的大脑，立即暴露得清清楚楚。……王忠诚小心地将一个带有

麦粒般大的灯泡的金属脑板，伸进颅腔，轻轻抬起右侧大脑的额叶，仔细寻找视神经和夹

在两侧视神经下方的肿瘤。然后，他将病人颅前窝底的硬脑膜，切开手指甲大的一块，用

一台精巧的电钻，缓缓地磨穿肿瘤所在部位蝶鞍的前壁骨质，开凿了一条通往肿瘤的“隧

道”。再用咬骨钳，把肿瘤前方颅底的骨头，一点点地咬掉，在手术显微镜 强 烈 光 线 照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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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经 过 人 工“隧 道”，轻 巧 地 将 肿 瘤 切 除 得 干 干 净 净，并 用 国 产 的“骨 水 泥”修 补 了“隧

道”。①

这一篇对手术过程的描述可以说已经到了极为专业的程度，但通读整篇报道，我们仍然能够读

出“专业”之外的用意：医生废寝忘食、不辞辛劳、刻苦钻研、工作认真负责，最终在专业上取得了世

界级的成就。可以说，这是改革后《人民日报》在报道医生人物时的常见“图式”。

其次，改革后有关医生 人 物 的 报 道 中 频 繁 出 现 医 生 所 取 得 的 医 疗 或 科 研 成 果，例 如 使 用“首

例”、“开创”、“填补空白”等词汇，以彰显新时期以来我国医生在医疗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专家韦加宁，从医４２年，完成“断肢再植”、“拇指再造”、“功能

重建”等各类手术５万多例，是我国手外科界公认的完成手术例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疗效

最好的医生。他与李良平大夫在１９７２年成功进行的“同体断足移植术”为世界首例；他于

１９７５年成功开展的“同体拇指移植术”为我国首例。他在一只只残缺的手指上树起了一

座座丰碑。②

由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否以医生技术形象作为报道主题，改革后《人民日报》对于医生技术形象

的描述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趋势，这体现了官方日益将医生作为一种专业人士和职业身份来

看待，并表达了对其专业性的肯定。简而言之，国家对医生的职业期待从改革前侧重于“红”转变为

日益强调“专”。而这种转变的逻辑亦贯穿于《人民日报》有关医生具体的职业伦理的内容上。

五、医生工作伦理的职业化

尽管对医生道德层面的报道一直占据主导，但报道中所显现的具体的职业伦理内涵却随着时

代变迁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概而言之，改革前的报道中所反映的医生职业伦理是“总体性”的，说
是职业伦理，倒不如说是“普适性”的工作伦理，因为这种所谓的“职业伦理”是不分行业的，甚至可

以一字不改地套用到其他职业群体。而在改革后的报道中，医生所被期望的工作伦理逐渐与其他

行业的工作伦理区别开来而具备了其自身的“特点”，伦理规范要求更为具体。医生工作伦理的职

业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服务内容与对象的具体化

首先，“为人民服务”的期待贯穿始终，但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即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和要

求变得具体化。作为１９４９年后团结不同背景的医务工作者的口号，“医学是为人民服务的”迅速成

为医学界的统一思想，并且这一职业伦理作为中国医学伦理的主流意识一直保持到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③。而通过对《人民日报》医生报道的分析，我 们 发 现 这 种 职 业 伦 理 延 续 至 今，虽 然 色 彩 有 些 淡

化。但与此同时，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在绝大部分报道中，“为人民服务”的医学伦理已经转变为对

患者良好的态度和对生命负责的职业道德。

改革前，医生的服务对象被限定于笼统的“人民”，“为人民服务”是对医生、也是对其新社会中

的所有人的总要求。那么如何“为人民服务”？我们发现，社会主义道德框架下的“为人民服务”不

仅仅局限于西方医生职业伦理所包含的关爱、体贴患者，而且有更为宽泛的“职责”与“义务”：医生

在日常工作中应当不知疲倦，时时刻刻心系病人，对广大人民群众应该具有无限的耐心、更强烈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应当满足病人的一切需求而不顾甚至牺牲自我利益。

李培祥想的是人民，唯独不想他自己。平日，只 要 患 者 捎 个 口 信，不 论 山 再 高，路 再

险，雪再大，他总是冒着严寒出诊。李培祥把病人当亲人，又打针，又送药，又烧水，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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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酥油、白面为病人做饭。①

上述这段报道在改革前较为典型。医生通常都是随时待命、跋山涉水、风雨无阻地为“人民”解
除病痛，且对病患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病痛方面）都关照得无微不至。但到改革后，医生所服务

的对象范围具体到了“患者”，而在具体如何服务这个问题上，该报所报道的医生形象反映出来的更

多是一种从医生的职业属性出发对患者负责的职业道德，其中涵盖了患者生命第一，在服务过程中

提倡关爱、友好的态度，以及尽量为患者排忧解难的责任观念，但通常不涉及病患的其他方面问题。
这些都是区分度极强的道德要素，由此将医生与其他职业区别开来。

（二）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变化

“白天工作”、“研究到深夜”这套熟悉的官方话语模式早在改革前就被用来描绘医生忘我地工

作和学习的精神。但不同的是，改革前《人民日报》对医生这种精神的刻画，更多的是描述医生刻苦

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其他政治材料，强调实践经验和实际应用的重要性。而改革后，知识分子用于学

术的时间大大增加，而对政治学习、劳动经验和实际应用的强调就弱化了②。因此，尽管艰苦奋斗

作为改革前的政治文化遗产被官方保留，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由特殊政治运动背景

下“不怕吃苦”、“坚持不懈”的精神日益发展为一种在医学领域中“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的品质，
其所呈现的更多是医生如何攻克医学科研难题，以及在医疗科研领域中“废寝忘食”、“反复琢磨”的
精神。以下便是改革后一段典型的对医生刻苦钻研精神的描绘：

从参加工作那天起，乔淑萍就把掌握医学领域最前沿的技术 作 为 自 己 的 职 业 追 求。
为了挤出时间学习，她常常要把孩子哄睡了，再爬起来看书；工作中遇到疑难杂症，她更是

经常研究到深夜。③

（三）个体利益的呈现

我们发现，在改革后刻画医生典型、建构医生形象的报道中，医生在面对病人的生命健康时，一
定的牺牲精神仍然是提倡的，然而区别于改革前近乎道德“完人”的形象的关键或许在于其中可能

存在的利益权衡，医生个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甚至认可。例如，同样还是在关于乔淑萍

的报道中，
无论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只要一接到医院和患者家属打来的电话，她都会在第一时

间赶到患者身边。有一年冬天，外边正下着大雪深夜，飞飞发起 高 烧 来。这 时 医 院 来 电

话，一个脑膜炎患儿病情危重。乔淑萍撂下电话，起身就要走。儿子小脸烧得通红，眼巴

巴地看着妈妈。儿子、患者，哪个更重要？瞬间的犹豫后，她还是推开了家门。她从死神

手里夺回了患儿的生命。当她心急如焚地跑回家，儿子依然在高烧。见到妈妈，儿子张开

干裂的嘴唇，无力地说：“妈妈，你才回来……”这一声，让乔淑萍禁不住泪如雨下！已经数

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她舍下儿子，守在患儿身边；也记不清有多少 回，儿 子 趴 在 窗

口，盼着妈妈早点回来。每当这样的时刻，乔淑萍心里都充满自责和痛苦。担任儿科主任

１０多年来，她没在家过一个除夕。儿子小时候经常问妈妈：“为什么我有病的时候你不管

我，老是去管别的小孩？”乔淑萍总是满怀歉意地说：“有很多孩子的病比你重，儿子，妈妈

不能只为了你，放弃那么多小孩的生命。”④

这种在“小家”和“大家”之间的微妙权衡，显示了主人公的犹豫心态，虽然她最终还是选择了

“大家”。但下面这位医生最终选择了“小家”，尽管她还心系她先前支援过的西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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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薇付出了很多。当年的同伴许多已陆续返回内地，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迫使何薇

提出了回沈阳的申请。但她依然惦念着西藏妇女儿童的健康，谈起西藏医药上的落后，她
的眉宇间染上一层忧虑。①

在改革前大量的赤脚医生报道中，《人民日报》将其塑造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无私形

象，典型的“图式”便是当村民和家中亲人同时生病时，赤脚医生会坚决地选择村民，而将亲人的健

康甚至生死“置之度外”。然而在改革后大量的人物报道中，我们却很少再看到类似的情况，上述片

段对医生心理的刻画可能更为真实，当家人和患者同时有需要时，表现出一种纠结心态。我们认

为，这体现了《人民日报》在建构医生道德形象时将人性个体的一面也包含在内，对医生基于“小家”

的利益考量采取了一定的宽容和认可态度，而不是一味地扩大其无私的道德品质以致接近于道德

完人的形象。同时，《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不再硬性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观念，而
是侧重于对“乐于奉献”精神的提倡，即不再强制要求医生任何时候都必须表现出大公无私的品质。

可见，改革后对医生的集体主义的伦理规范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软化。

（四）新道德元素的出现

在改革后反映医生职业伦理的报道内容中，出现了“考虑患者经济利益”这一新道德元素。如

何对待患者是医生职业伦理的重要构成要素。根据分析，我们将所有涉及医生如何对待患者的职

业伦理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态度好”、“服务质量好”、“考虑患者经济利益”和“为人民／患者服务”
（详见表１）。根据表４，第一阶段提到态度好和为人民／患者服务的文章占比最高，而赞扬医生考虑

患者经济利益的文章只有３篇，仅占７．５％。赞扬医生考虑患者经济利益的文章占比在第二阶段

更是降低到２．９４％，而同期，赞扬医生为人民／患者服务的文章则有５０篇，占比为４９．０２％，为各个

阶段最高。此后，这一特质的占比在后三个阶段均在２０～３０％之间。而在改革后，医生考虑患者

经济利益似乎成了医生对待患者的最重要品质，从第三到第五阶段分别占比２０．４１％、３０．４６％和

３９．８７％。在最后两个阶段，这都是同期占比最高的品质。

表４　 １９４９～２０１４年医生对待患者的职业伦理的变化（响应频次）

医生对待患者

态度好 服务质量好 考虑患者经济利益 为人民／患者服务
总计

时

间

段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１６　 ６　 ３　 １５　 ４０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２２　 ２７　 ３　 ５０　 １０２

１９７７～１９９７　 ５４　 ５１　 ４０　 ５１　 １９６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４５　 ２８　 ４６　 ３２　 １５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３０　 ２０　 ６１　 ４２　 １５３

总计 １６７　 １３２　 １５３　 １９０　 ６４２

那么，“考虑患者的经济利益”这些新道德元素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对相关文本内容的分析，

我们发现这主要是指医生在医疗活动中不开大处方，为患者精打细算，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

担，这种情形在９０年代中后期之后愈加明显：

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８０元，有的甚至低至２毛。从医２５年，汉口医院金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王争艳只有一个心得：能治好病，是合格的医生，能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才是

好医生。……王争艳说：“任何一种病，都有可开可不开的药，都有高中低价位的药，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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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一支笔。”“我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开高一点贵一点的药，我下不了手。”①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新道德元素是“廉洁”。《人民日报》使用大量笔墨建构“清正廉洁”、“一心一

意为患者省钱”的医生形象与现实生活中某些医生收红包、吃回扣等利用职务谋私利的行为形成鲜

明对照，反映了国家对医生在红包回扣泛滥、物欲横流的金钱世界里能坚守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使

命的期待：
“永远不吃病人一顿饭，不收病人一分钱的礼，不拿病人一个红包。”这是刘恒亮二十

几年坚守的铁律。病人送来的红包，他要么直接拒收，要么由护士长交到 患 者 的 账 户 上

……他对送礼者严酷，对病人却如亲人。“既要治好病，又要少花 钱，老 百 姓 攒 点 钱 不 容

易。”做手术时，他常说：“看看造影剂还能不能再挤出来点，能省就省。”②

这些新道德元素的凸显反映了经济改革后政府弱化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职责的历史事实。由

于市场改革和效率思维侵入到各个领域，加之公有制企业的大量改制、兼并、破产等，原有的劳动医

疗保险体制难以为继，居民自付医疗费用的比例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医生追逐经济利益的倾向被

最大程度地激发，导致了过度医疗、红包回扣等顽疾的普遍发生③。于是，医生职业伦理的内涵也

发生了相应变化。什么是一个有道德的好医生？不开大处方、不过度医疗、不收受红包、不接纳回

扣———总之，既能为患者省钱又能治好病人疾痛的医生就成了新时期医生职业伦理的重要标准。

不过，与现实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人民日报》上的医生多以正面报道为主，而较少揭露批判。
这是因为党报属性及其所承担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功能，《人民日报》不会随意建构一种脱离实

际或自身利益的医生形象，“不开大处方”、“为患者精打细算”、“廉洁”其实彰显了官方对于社会现

实的回应方式。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反向激励”的措施———积极弘扬正面的医生道德形象，以此鼓

励医生群体并起到一定的教育和示范作用。当现实与政策发生不兼容时，将媒体事实报道的属性

转变为模范教育功能或许是国家保持逻辑自洽的一种宣传策略。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１９４９年至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上有关医生的人物报道的内容分析，我们发现６０多年来

的总体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反映医德的报道占比稳定，这体现了《人民日报》一以贯之的宣传和教育使命。可以说，

１９４９年以来，虽然国家在“红专”问题上的选择由改革前突出“红”转变为改革后强调“专”，但改革

后官方建构医生形象的逻辑基础并未改变，即根据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伦理定义符合国家和人民

利益的医生形象，并界定其职业伦理的边界。

其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一直是医生职业伦理的核心内涵和基本原则，在这种价值规范的引导

下，医生不只需要对个体的患者负责，而且需要对全体人民的健康负责。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

了一些一以贯之的职业伦理要求背后具体内涵的变化。首先，虽然医学“为人民服务”的卫生伦理

始终作为核心观念一直引导着医生的医疗卫生实践活动，但以精湛的医疗技术服务于国家科研和

人民的健康事业作为新时期的新要求也被官方纳入到医生的职业伦理范畴之中。其次，在改革后，
医生所应服务的对象更为具体，其所应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方式也更为专业化，与其他职业的道德规

范的区分度增强。再次，虽然刻苦钻研和艰苦奋斗精神一直都是国家对医生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

但改革前这种伦理规范强调的是政治学习、磨练意志和实践应用，而改革后则更为强调学习钻研医

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攻克医疗科研难题。

其三，“考虑患者的经济利益”成为了改革后日益被强调的职业道德元素。尽管在改革后“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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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务”仍然不断出现，但“考虑患者经济利益”的报道频次日益增长，同时，“廉洁”、“不收礼物”、
“拒收红包”等从几乎不曾出现到有了大幅增长，正逐渐成为新时期官方话语中医生道德形象的新

型标签。这种对医生职业道德期待的变化，反映的是改革后社会转型和医疗卫生体制的变化所导

致的对医生职业伦理的新要求。
基于《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和所承载的职能，以及我国的宣传体制，笔者认为，该报所呈现的

医生媒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

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下，社会经济、国防、科技等层面的发展与进步成为新时期国家政权

正当性的重要体现，社会治理模式也由“运动型治理”走向了常规化的“制度型治理”，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发展成为改革后党和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在这种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之中，党和国家与知

识分子、技术专家刻苦钻研的专业探索和学术追求目标较为一致，由此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对技术专

家的培养，对“专”的强调压倒了“红”，专业和专家成为国家追求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基础。同时，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模式其实表达了党和国家对于专业主义一定程度的接纳，即“为了恰如其

分地处理某些问题，有必要利用专家的知识”这一专业主义观点在改革后已然得到官方的普遍认

可①。这也体现了国家诉诸于制度而非运动的常规化治理模式的基础原则。可以说，本文所发现

的《人民日报》在改革后对医生群体专业技术形象的关注持续上升正是国家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转

变的直接反映。
总之，根据对《人民日报》中医生人物报道的分析，改革以来“为人民服务”的卫生伦理逐渐转变

为一种更为具象的对患者负责的专业精神。这体现了改革以来国家和社会走向常规化的治理路

径。在这种常规化的治理模式下，专业发展是必要且被提倡的，由此医生作为一种专业日益得到党

和国家的认可，而官方对医生的道德话语建构也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道德”框架转变为一种

“专业”的道德框架。
（责任编辑：薛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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